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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情緒政治之探究： 
台灣一所國民中學之個案研究 

陳幸仁 
國立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許惠茹 
台南市立善化國民中學 

教師是學校組織成員，不論在處理工作任務或與人互動時，都會產生各種情緒經

驗，情緒於是成為教師學校組織生活的一部分。過往，在有關教育組織的研究中，甚

少探討學校組織情緒這面向，但它卻值得關注。本文以台灣一所國民中學為個案，探

討學校組織情緒，以及教師面對組織情緒會呈現甚麼情緒政治。為了深入了解教師在

學校組織內的情緒，本研究採用深度訪談及觀察等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料。研究結果

顯示，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情緒規則，往往規範學校成員的情緒，形成教師情緒

勞務與情緒疏離；再者，教師反思其情緒能使他們覺醒其意識，並能把意識轉化為行

動而替情緒發聲；最後，學校教師會為追求教師專業自主，能推翻舊有學校情緒政體，

建構同僚專業互享機制，並累積正面的情緒知識。領導者若能適當重視教師組織情緒，

可增強教師對組織的歸屬感。 

關鍵詞：情緒政治；情緒勞務；組織文化；組織情緒規則 

探尋情緒呼吸的窗─前言 

近年，全球化教育改革風潮不斷衝擊台灣教育界，教師要面對更大的工作挑戰 

（陳幸仁，2005）；而台灣一波接一波的教育改革浪潮，亦加重了教師的工作負擔 

（楊巧玲，2007；Hargreaves, 1994）。其中，教育改革對於需否重塑學校組織文化 

有相當大的影響（鍾添騰，2004）。陳幸仁（2005）指出全球化教育改革風潮所及，

學校組織的權力結構逐漸從金字塔式轉為扁平式，其中教師會得以在學校成立，能與

以校長為首的行政人員協商，有助教師參與校務決策，大大提升教師在學校組織裏的

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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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亦指出（江文慈，2003；陳清溪，2004；廖居治，1999），近年的教育

改革的確對教師職場中的情緒管理造成很大衝擊。然而，在改革浪潮下，教師會否因

學校組織文化因素而影響其情緒？影響在哪方面？這是本研究要探究的議題。 

組織成員不論是處理工作任務或與人互動，都會產生各種情緒經驗，情緒於是 

成為他們組織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吳宗祐、鄭伯壎，2003）。然而，有關教師

的研究甚少探討教師情緒這面向，但它卻常為人提及，既重要又值得關注（Zembylas, 

2005）。國外有關學校組織情緒的研究（Putnam & Mumby, 1993; Winograd, 2003）以

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教師每日在學校組織中面對不同的利害關係者（例

如同僚、行政人員、學生和家長等），在多方互動下，教師給期許要符合學校組織 

文化，其行為要符合一定的價值、規範、信約、守則等，尤其是必須控制自身情緒，

一方面不會因情緒「失控」而有損身分，另一方面則透過壓抑情緒，儘可能以理性行

為塑造教師的權威形象。簡言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約束下，逐漸習得以「合宜的」

方式來表達情緒。 

企業管理學的文獻指出，企業組織文化是一股不小的約束與規範力量，例如有些

學者認為企業組織文化會形塑組織情緒規則（于家琳，2000；吳宗祐，1995；陳怡安，

1998；Van Maanen & Kunda, 1989）。而研究者所感興趣之處在於，若把企業管理學 

界的研究發現轉換於學校組織場域，是否亦可從教師身上發現學校組織文化同樣能 

形塑組織情緒規則？這些學校組織情緒規則對教師情緒有甚麼影響？會否對教師形成

強大的約制力量？再者，假如教師受組織情緒規則約制，教師組織情緒是否有可能 

集體發聲並轉化為變革行動？這些均是學校組織情緒研究的「缺口」，有待進一步 

探究。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為了探討學校組織文化是否與教師情緒波動有關，以下列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1. 研究個案學校的組織文化形塑了甚麼組織情緒規則； 

2. 了解個案學校中教師情緒勞務的情況； 

3. 探討個案教師情緒的發聲與行動； 

4. 分析個案教師尋找情緒自由空間的經驗； 

5. 描繪個案學校教師情緒政治的圖像。 

情緒的積累─文獻探討 

本節主要綜合多位學者對於情緒議題的相關研究與論述，首先探討情緒的功能與

情緒勞務的相關研究，繼而探討學校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最後討論教師情緒發聲的

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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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情緒的功能 

在探討情緒的功能前，先要了解情緒產生的途徑。Winograd（2003）認為社會或

環境因素引發生物反應，導致情緒出現。Lazarus（1991, 2001）則認為情緒有助個體 

行動，令個體能不斷評價活動目標，包括決定該如何處理在不同情況下情緒的表現，

因此情緒能反映個人品格、動機，以及社會結構和文化。綜合而言，情緒是人與環境

在社會互動下的產物。 

情緒猶如朋友，隨時圍繞我們身邊。毋庸置疑，正面情緒能促進更積極的行動，

但負面情緒亦非全無正向功能，因為它可促進個人對問題的覺知，進一步思考解決的

行動與策略。以下將分別論述情緒的正向功能與負向功能。 

正向功能 

歸納多位學者的意見，情緒的正向功能包括以下三方面： 

1. 是改變社會的催化劑─Winograd（2003）提出，檢視集體的意見和情緒，能讓

教師學習接受和了解教學的負面情緒，明白情緒和社會結構的關係，並嘗試把 

情緒用作社會行動和改變的催化劑；因此，情緒可用於維持統治現狀、階級制度

和資本主義系統，亦可用來瓦解這些系統。Harrison（1985）認為憤怒情緒可以 

是改變社會的動力。Barrows（1996）則認為義憤（outrage）如同面對不公平時的

憤怒，可引起抵制及導致社會行動。 

2. 使人覺醒並深究問題─Winograd（2003）認為情緒能提醒教師注意問題，使他

們能有效採取行動解決問題。Jaggar（1989）發現情緒和權力之間有很強的關聯；

雖然失控的情緒不合常規、令人無法接受，但卻能讓人覺醒，並了解自身正受壓

迫或不公平對待，又或處於殘酷或危險的情況之中。江文慈（2003）亦提到教師

對教育改革的抗拒情緒，他們可能接納和推動改革，亦可能抗拒改革。學校教師

的抗拒反應並非全然是惡的，因為抗拒可能是變革錯誤所造成，因此抗拒可令人

深究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 

3. 維持價值和信念系統─江文慈（2003）認為，情緒是教育的一部分，讓人們的

行為聚焦在有限範圍內，藉由價值和偏好引導選擇、判斷和行動。社會互動學家

則認為，表達情緒可用作保衞社會規準和信念，例如 Armon-Jones（1986）相信情

緒的社會功能是維持所構成的價值和信念系統，並反映個性、社會結構和角色。 

負向功能 

情緒亦有負向功能。歸納文獻所得，情緒的負向功能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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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致自我責難而缺乏積極行動─Winograd（2003）提出，教師自我責難的負向

情緒會令他們忽視工作情況的結構性問題，而把焦點放在個體的不適任上。教師

的情緒障礙會反映其情緒狀況，尤其是負面情緒（如生氣和厭惡）更無法引導出

積極正向的行動，反而導致自我責難，或責備學生、家長或學校系統。 

2. 破壞教師專業社區─Harrison（1985）指出，教師壓抑情緒會破壞其專業社區，

令他們採取保守政治的立場。所謂保守政治，是指教師抑制情緒（特別是憤怒和

厭惡），令他們產生情緒障礙，制止他們採取更直接的政治性行動來回應受壓迫

的工作情況或學生的學習情況（Winograd，2003）。江文慈（2001）進一步提到，

教師面對外在變化，假如在學識、能力、態度上無法符合教育改革的需求，而社

會對教師的期望又十分殷切，教師面對理想與現實的落差便會產生情緒困擾，再

加上團隊與個人因理念不合而造成教師疏離，這些均可能令教師專業效能低落。 

3. 導致自我防衞或抗拒而妨礙互動─江文慈（2003）提到負向情緒會妨礙互動順

利進行，令人把對事情的不滿變質為對人的攻擊、厭惡、譏諷與輕蔑，因而出現

自我防衞、逃避責任及冷戰情況。假如自覺受到不公平待遇，情緒壓倒理性決策，

發動消極抵抗，這時團隊工作或整體計畫便可能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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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展示了情緒的功能。綜合上述，正向功能方面，它可以是學校組織運作的「助

力」，是改變的催化劑，能提醒組織深究問題癥結，亦可維持組織既有的價值與信念

系統；相反，負向功能方面，它亦可形成「阻力」，令組織成員產生防衞、抗拒心態，

缺乏積極行動與互動，破壞專業社區。由此可知，審慎處理教師情緒既必須又重要。

因此組織領導者要有敏覺力，能洞察和疏通教師的負向情緒，並積極引發教師的正向

情緒與動機，讓學校組織的運作更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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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勞務的相關探討 

本節首先探究情緒勞務的意涵，繼而論述情緒勞務可以是令人滿意的經驗，最後

討論情緒勞務與情緒失調。 

情緒勞務的意涵 

Hochschild（1983）是第一位將情緒議題放在組織框架中探討的學者，並提出情緒

勞務這概念。情緒勞務是指「控制情緒並運用語言與肢體動作，刻意製造出足以讓顧

客產生備受關懷以及安全、愉快心情的一種工作表現」（吳清山、林天祐，2005）。

Hochschild 認為，情緒勞務是個人對情緒的控制，並根據工作情感規則，努力偽裝情

緒，使顧客快樂；這種努力即是情緒勞務，它具有交換價值，可以出售來換取工資。

表面看來，情緒勞務可以使組織和諧、運作有效率，藉以博取顧客好感；但員工長期

從事情緒勞務，會令表層偽裝（surface acting）與內在真實感受出現異化現象，導致 

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吳宗祐、鄭伯壎，2003）。 

組織成員的服務對象同時包含顧客（組織外）和其他成員（組織內），在情緒 

表達上，不僅要對顧客彬彬有禮，亦要對其他同事親切和善。因此，組織中的情緒 

勞務無處不在，不論成員擔當何種職務或角色，面對內、外部顧客，都需要某程度的

情緒勞務（吳宗祐、鄭伯壎，2003）。吳宗祐、鄭伯壎（2003）用三個簡單的問題來

區分與情緒相關的概念，包括「我真正的感受為何？」（指個人內在的真實感受）、

「我應該如何感受？」（指情感規則）和「我嘗試如何感受？」（指個人為遵循情感

規則所做的情緒勞務）（頁 142）。 

江文慈（2001，2003）、蔡進雄（2005）及吳嘉澤（2006）均認為教師是情緒 

勞務工作者。Hochschild（1983）提出情緒勞務的三個共通點，包括：需要與公眾直接

接觸、需要工作人員製造他人的情緒狀態、允許僱主監督與控制員工的情緒活動。顯

然，教學的確是情緒勞務工作：就前兩項標準，教師需要直接與家長（即學校服務的

顧客）接觸，又需要關照並在意家長及其他教師的情緒；至於第三項標準，則是學校

組織領導者（通常指校長）透過組織文化控制教師情緒（Winograd, 2003），這點將於

「學校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一節深入探討。 

在學校組織中，教師與行政人員、同僚、學生的互動頻繁，加上學校開放校務 

讓家長參與，教師與家長接觸的機會增加，在多方互動下，教師既要符合學校組織 

文化，自我規範，控制情緒，又要製造合理、溫馨的情緒。於此，教師的情緒勞務 

展露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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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勞務可因個人認同而產生令人滿意的經驗 

情緒勞務可以是個令人滿意甚或解放、自由的經驗，因為它可令員工增加對有 

意義活動的參與。例如，Tolich（1993）研究食物市場店員時發現，原本由僱主管理的

情緒勞務若改由僱員管理和控制，僱員便會對情緒勞務工作有更深的感情，工作起來

更感滿意。情緒勞務若得到個人或社會認同，而且有意義地傳達開去，則僱員便容易

內化工作角色中既定的規準或價值，帶來較佳的個人幸福感（Ashforth & Humphrey, 

1993）。 

情緒勞務的負向功能會導致情緒失調 

Winograd（2003）提到若因為結構性限制（如身體或資源的限制），個人對展現

特殊情緒的期待無法發生，或當個人無法依照情況所要求展現情緒，則會出現情緒 

勞務的負向功能，而情緒失調（如沮喪、沒有自信、焦慮、絕望、疏離）又會令工作

失調。Hochschild（1983）亦警告，如果表層偽裝的規則與個人真正的情緒之間沒有 

聯結是危險的，它可能會導致工作生活和自我的異化，使人從工作中自我疏離、自我

封閉。然而，從相關研究發現，學校和師資培育的文化很少強調將情緒勞務視為教師

工作的特點（蔡玉青，1999；Nias, 1996）。 

學校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 

自 20 世紀 80 年代起，組織中的情緒漸受研究者重視，這主要是源於學術界對 

工作滿意度、壓力及領導的研究，使組織行為學者開始體認情緒在組織中是不容忽視

的現象。研究組織情緒有五大取向，包括：情緒是主觀感受，情緒是潛在特徵，情緒

是人際互動的一環，情緒是工作的一部分，以及情緒是文化的內涵之一（吳宗祐、 

鄭伯壎，2003）。由此可見，組織、文化、情緒、工作彼此之間交織的關係，需要以

微觀的角度進一步探究。以下先探討學校文化與組織情緒政體（emotional regimes），

再論述學校形塑的組織情緒規則，最後討論教師情緒發聲與行動的可能性。 

組織文化與組織情緒政體 

Reddy（2001）認為，情緒不只是經驗，它亦可受監控；組織文化創造出組織政體，

個體生活在組織政體當中，受其管理並左右情緒，但個體亦有可能把政體改變。易言

之，在組織中，組織文化塑造了成員的情緒，包括如何去感受、表達及管理情緒；而

情緒的感受、表達或管理乃在成員的權力關係之間，交織於組織的各個部門，使組織

形成一情緒政體（Schein, 1992; Trice & Beyer, 1993）。政體一詞是指成員權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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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構的組織，而情緒政體則指成員的權力和情緒是相互影響與作用的。Markus  

& Kitayama（1991）提出，在華人社會，人們認為自己與社會脈絡彼此連結，個人要

不斷調整和限制自己的言行舉止，以維持與社會環境的和諧關係。吳宗祐、鄭伯壎

（2003）提出，華人社會的集體主義重視群體的和諧更勝於個人內在狀態的揭露，將

表裏不一視為常態，表現於日常生活與職場上。 

此外，組織領導風格與部屬情緒反應有密切關係。例如，吳宗祐、徐瑋伶、鄭伯

壎（2002）研究華人主管威權領導與部屬情緒反應的關係，結果發現主管愈展現威權

領導作風，部屬會產生愈多憤怒情緒，但亦愈會壓抑憤怒情緒表現。由此觀之，組織

文化似乎是透過情緒的力量來塑造成員的情緒。Van Maanen & Kunda（1989）發現，

組織透過文化力量來塑造、促進、維持、影響員工的情緒，而傳遞或監控的媒介包括

組織本身（如正式的規章制度或非正式的溝通管理）、同僚、顧客，甚至自己。組織

文化能在個人與組織之間建立強大的情緒束縛，以維持組織秩序。組織文化亦可促進

成員互相監督提醒，並透過羞愧、罪惡感、害怕等情緒力量，讓人不敢偏離規範。 

學校組織文化形塑組織情緒規則 

一、組織文化反映「合理」價值，邊緣化情緒經驗 

關於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情緒規則的糾結關係，Ferguson（1984）認為組織會 

反映階層和科層體制的合理價值論述，因而局限情緒的自由表達。Putnam & Mumby

（1993）進一步分析現代化組織中情緒的呈現，它們大多強調情緒是否合理，對情緒

的觀點普遍植根於「合理性的神話」，合理是好的，情緒化是不好的，科層體制交結

於尊重「合理」這特權和忽視情緒經驗的雙元系統中（p. 36）。公立學校的文化甚至

反映出現代的男性組織文化，傾向於「無感情」的特權、單調的情緒，以及合理的論

述（Boler, 1999; Putnam & Mumby, 1993）。由此可知，組織文化反映「合理」價值，

邊緣化情緒經驗。 

 

二、組織文化把組織情緒規則社會化，並禁止自由表達情緒 

吳宗祐（1995）探究組織情緒規則及其社會化過程，發現在情緒規則的社會化 

歷程中，社會化技術（如訓練課程、師徒制）、社會化媒介（同儕、上司和資深同事）

和社會化管道（主動詢問、被動告知、監控學習）均對習得情緒規則有所影響，產生

出具規範性的前台與後台 1 組織情緒規則。再者，組織情緒規則禁止自由表達情緒，

特別是憤怒的情緒。例如，Winograd（2003）發現，教師的教學文化傾向於壓制表達

憤怒，並於工作時壓抑或改變對教學問題的情緒回應；同時，情緒行為的規則會特別

反映在學校和教學的一般文化中，毋須刻意教授給老師、學生、校長、家長和師資 

培育者。比如，教師給認定是喜愛孩童，喜愛他們的工作，能保持耐心和表現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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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常對孩子生氣等等。在階級制度中，教師的憤怒總是備受限制和監視，反映出理想

化的教師圖像是仁慈、溫和且有教養的（Rousmaniere, 1994）。由此可知，學校不僅

反映組織文化，亦把組織情緒規則社會化，禁制表達情緒的自由，並認為情緒的表達

要有規則。 

 

三、學校控制教師情緒行為，教師情緒經驗反映學校文化規範 

除了組織對情緒表達的上述規則外，學校更進而設定規則控制教師於學校的情緒

行為，而教師則以情緒勞務回應學校情緒規則（Winograd, 2003）。即使教師知道憤怒

行為可以反映不公平現象，他們仍然會擔心那些有權勢者以不適任或無法自我控制等

「罪名」而把他們解僱（Campbell, 1994）。在公立學校的文化和歷史裏，缺乏任何 

組織回應憤怒情緒的情況十分普遍（Boler, 1999; Grumet, 1988）。學校組織的情緒 

規則反映出父權制度和科層體制的典型傳統，禁止教師以情緒為爭取社會公平正義的

動力。更甚者是，教師的情緒經驗要符合學校文化規範。Lortie（1975）發現，教師的

情緒經驗沒有引發積極行動，反而令他們自我責難，反映出學校的兩種文化規範， 

包括教師的孤立主義及政治的順從。Lortie 所指的教師孤立，意思是教師的工作主要 

和孩子一起，跟其他成年人隔離，而且教師傾向避免詳細討論和檢視教學的情緒經驗。

至於 Lortie 所謂的政治順從，是指教師傾向於避免明確及有組織地對結構層面或有 

影響力的個體（如行政者、立法者、政策制定者）表達憤怒及採取行動。Lortie 進一步

指出，教師情緒（特別是憤怒和厭惡）的抑制是會阻礙教師採取更直接的政治性行動

來回應受壓迫的工作情況或學生的學習情況。 

教師情緒的發聲 

基本上，任何一種情緒都是促使我們採取某種行動的動力和能源。情緒可以引發

尋求目標的感覺，點燃動機，動機再激發知覺，塑造行動（江文慈，2003）。教師 

情緒的發聲可以藉兩個途徑達成：情緒的覺醒轉化成動力，以及真誠分享情緒經驗。 

情緒的覺醒轉化為動力 

Reddy（2001）提到，發聲（utterances）的產生，是個體知覺情境脈絡中所編織的

符碼與個體的不符而產生轉換的知覺與行動力，藉以批判無法和個體相應的符碼，包

括知覺的符碼（sensory code）與程序的符碼（procedural code），從而讓成員獲得情緒

自由。在學校組織文化中，情緒符碼有相當多變化，教師的情緒回應似乎亦受學校 

組織所深植的文化決定，很難看見教師積極形塑他們在學校組織內的情緒生活；或者

說，教師的學校生活很難看到歷史的改變，只是陷入於學校組織情緒政體中封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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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再製的情緒結構。然而，江文慈（2003）提到，認知反省亦會引導、調節我們的

情緒，有時甚至把我們推向另一種情緒狀態，因此假如教師在學校組織情緒政體下能

反思教育目的，成功控制情緒，教師情緒的覺醒與發聲則能變為個體權力的來源，而

教師便可透過行為來改變學校組織文化所架構的情緒政體。 

沒有保密，真誠分享情緒經驗 

Winograd（2003）指出，教師有憤怒或負向情緒，表示他們相當清楚自己的感覺。

按 Harrison（1985）所言，道德性的問題不是我「感覺到甚麼」，而是「對我所感覺

到的，我做了甚麼」（p. 14）。因此，教師基於學校文化所產生的情緒感受與衝擊，

若能發揮其正向功能，就可讓他們檢驗這些情緒的目的，並試圖為情緒發聲，例如，

有些學校正視教師的憤怒，會以政治性的組織令學校和社區更民主和平等（Crocco, 

Munro, & Weiler, 1999）。再者，若教師不把情緒保密，而是公開、真誠、明確地分享

在教學或互動時所感受的情緒經驗，亦有助情緒發聲（Winograd, 2003）。 

教師會是讓教師集體發聲的社會力量 

如果在學校成立的教師會能得到正向發展，不僅符合教育鬆綁的理念，更能體現

教師彰權益能（empowerment）的實踐，建構讓教師參與校務決策的平台，扭轉長久

以來科層體制的支配，促進學校組織邁向民主參與的途徑（陳幸仁，2008）。Bascia

（2000）強調教師組織能匯集教師的聲音，而且它更是一種社會力量，令教師不僅是

教室裏的專業人士，亦進一步能參與校務決策，逐漸走入社會，關懷教育改革。 

歸納學者對組織文化與情緒的觀點，圖二展示了學校組織情緒政體與教師情緒勞

務的關係。學校組織情緒政體所形塑的組織情緒規則包括：學校組織文化反映「合理」

價值，邊緣化情緒經驗；把組織情緒規則社會化，禁止自由表達情緒；學校控制教師

情緒行為，而教師情緒經驗亦反映學校文化規範。學校組織文化形塑組織情緒規則，

並創造出組織情緒政體，用於監控教師情緒，助長某類型的情緒表達。例如，當個體

成功實踐理想中的情緒，他們會受鼓勵和讚揚。因此，教師在學校組織的情緒是受 

學校組織文化建構和限制的，他們會控制或壓抑自己的情緒，以符合學校組織情緒 

政體，因而產生負向情緒勞務回應，如自我異化、情緒耗竭或工作倦怠。相反，教師

亦可透過個人或社會認同，內化某些工作規準或價值，而產生具幸福感的正向情緒勞

務。據此，教師如何在學校組織文化所建構的情緒政體中尋求解放，獲得情緒自由，

並將情緒勞務轉化為具能動性的變革行動，則有賴教師對情緒的知覺與轉換。而組織

情緒政體、教師情緒發聲與行動所形塑的網絡為何，則有待進一步深究教師於學校 

組織生活的情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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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為了深入理解並描繪學校組織情緒形塑的網絡，本研究透過一所個案

國民中學的實地訪查，探討學校組織文化如何形塑組織情緒規則和教師在日常教學中

的情緒勞務情形，並進一步探究教師在學校組織的情緒政治面向、情緒發聲，以及 

如何採取集體行動重構組織情緒規則。希望本研究所得能讓教育者重視教師情緒知識

的政治面，推翻學校社會化的組織情緒規則，轉而顯現並重視教師微觀情緒政治的 

感受。 

開啟情緒窗口的鑰匙─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場景為台灣南部一所中型國民中學，全校有 30 班。多年來，學校均採用

特殊專長分班，目前每年級各有 3 班特殊專長班級（數理、語文、表演藝術），即全

校共有 9 班特殊專長班，其餘 21 班為普通班。學校建築物排列成ㄇ字型，特殊專長班

和一年級班級位於南棟大樓，其餘班級位於北棟大樓，中央則為行政大樓及特殊教室。 

個案學校前任校長陽光校長［按：本文中所提校長及教師名字均為化名］於 2006

年 8 月正好服務該校八年屆滿，受聘至另一所更大型學校，新到任校長為藍天校長。

根據研究者於校內的觀察和教師訪談得知，兩位校長領導風格不同，前任校長採取 

威權領導，做事注重目標，講求效率；而現任校長藍天校長則較注重道德領導，平易

近人，因此所形塑的學校組織文化亦有差異，這會在研究結果中詳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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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個案學校的教師會是在現任校長到任後才成立的呢？根據研究者的非正式訪

談，前任校長到任時，學校的升學狀況不甚理想，教師流動亦很頻繁，因此前任校長

便想積極提高學校的升學率，對學校成員（包括教師及學生）的要求均甚嚴格。雖然

經過三、四年積極經營，學校開始逐年增班，亦加入了多位新進年輕教師，但許多年

輕教師多視學校為跳板，待一兩年便會申請調動；加上為了追求學校升學率，以符合

行政要求與家長期望，教師的工作量相當重。例如，全校教師於「早自修」課節和 

週六都必須為學生額外做課業加強，甚至月考前一週的週日，還會要求學生到校自修，

因此教師當時並無餘力再組織或加入教師會。此外，有些教師甚至有某種偏見或意識

形態，認為加入教師會即是跟行政人員和校長對立，他們都不願意冒這個風險而被貼

上標籤。這是學校當時的文化，校長或行政人員如何決定或指示，他們就如何做。再

者，曾經有教師向前任校長表達欲組織教師會，事先與前任校長討論並要求提供一間

可供教師會聚會、討論的辦公室，但前任校長以當時學校逐年增班、校內無閒置空間

為由，說要留待新校舍大樓蓋好後再議。基於上述教師流動、教學勞務、個人偏見等

原因，教師參與的意願不高，而且校長及行政部門亦沒有支持之意，因此每年調查 

欲參加教師會的人數時均未達法定標準而未能籌組學校教師會。到了現任藍天校長，

他對個案學校能成立教師會抱持樂觀其成的態度，使得欲籌組教師會的部分教師感受

到其誠意，又因為新大樓完工，有空餘教室可用作教師會辦公處所，復以學校升學率

已大大提高等因素，教師會取得現任校長同意，且有超過 30 位教師支持，合乎法例規

定，遂得以成立。 

教師會成立後，積極展開與校長和行政部門的協商。為了向校長和行政部門展示

教師會是匯集教師聲音的重要機制，教師會經常設計問卷，徵詢學校教師對於校慶 

活動、運動會舉辦方式、是否容許教師組織社團等的意見。此外，教師會亦定期舉辦

會員大會，開放討論校務運作、教師需求和專業發展活動（例如舉行讀書會）等，使

得教師能透過會議中民主討論的方式，逐漸形成校園民主發聲的機制，亦讓教師反思

在學校日常運作中，教師、校長、行政人員、家長、學生之間的權力關係、協商管道

等議題。 

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徵得前任校長和現任校長同意，讓研究者進入現場，並於校務會議中說明

研究目的和徵求自願參與者，最後有四位研究參與者。其中有一位參與者曾與研究者

（指本文第二作者）共事於同一所學校（並非個案學校），研究者主要便是藉這位 

參與者幫忙，再徵得其他三位教師協助本研究進行；研究者並積極與參與者互動，建

立感情。研究者體認到，華人社會中講求人情關係的重要性（余伯泉、黃光國，1991；

Wong & Chan, 1999）。套上一句俗語：「沒關係要找關係，找到關係則好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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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便由於認識部分參與者，借於曾共事的情誼，方能順利進行後續質化研究。 

表一列出研究參與者的資料。 

 

研究參與者 年齡 在校年資 最高學歷 任教班別 任教科目 
容容老師 26  1 

 
學士 普通班導師，只任教普通班 國文 

宏宏老師 44  13 大學畢業 
四十學分班結業

普通班導師，同時任教普通班

與特殊專長班 
數學 

易易老師 37  12 
 

碩士 特殊專長班導師，同時任教 
特殊專長班與普通班 

數學 

菱菱老師 39  8 碩士 特殊專長班導師，同時任教 
特殊專長班與普通班 

英文 

資料蒐集方法與分析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觀察與訪談蒐集資料。研究者從 2006 年 2 月 6 日開始

進入研究場域進行第一次觀察，至 2006 年 12 月 31 日做最後一次觀察。觀察次數方 

面，在寒假和暑假大約平均每週一次，學期其餘開課時間平均每週兩次；每次觀察 

時間約半天。 

訪談包括平時互動時的談話與個別深度訪談，每次深度訪談時間約 1–2 小時。本

研究均與每位參與者安排兩次個別深度訪談，第一次於陽光校長卸任前，第二次則於

藍天校長到任後，主要向受訪者分接了解在陽光校長和藍天校長領導下，他們所感受

的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等。另外，前後兩次訪談的問題亦包括請參與者回溯他們在 

學校情境脈絡下與學校成員或學生及家長之間的互動中，所產生的愉快和不愉快工作

經驗，並述說其內心感受，以及如何應對。 

在資料分析部分，觀察資料和訪談資料會輸入成逐字稿並編碼，I 代表訪談資料，

O 代表觀察資料；例如，I060518 即代表 2006 年 5 月 18 日的訪談資料，O060723 即 

代表 2006 年 7 月 23 日的觀察資料。接着便進行資料分析，主要以觀察資料和個別 

訪談資料為分析單位，然後再從不同受訪者之間或觀察資料中找出共通主題，例如 

多數受訪者肯定學校組織文化會對教師產生一定影響。但研究者亦須注意不同受訪者

之間的歧異觀點，例如不同教師對同一校長的領導作風可能有不同的知覺。 

在研究倫理的考量上，本研究考慮到參與者會否因揭露自我情緒而產生不安全

感，因此承諾對所揭露的內容作匿名保護，不揭露個人基本資料，希望能緩解參與者

的顧慮，使他們能衷誠合作。此外，研究者亦對受觀察的個案學校及當中提及的所有

相關人物均匿名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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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彩虹那一端的喜悅─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以一所國民中學的教師發聲為個案研究，探究學校組織情緒，以及教師於

此所呈現的情緒政治。本節將分幾部分論述研究發現，包括學校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

教師情緒勞務、教師情緒的發聲與表達，以及教師尋找情緒自由空間。 

學校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 

由先前文獻探討可知，學校組織文化與情緒規則有一定關連，因此下文首先分析

這國民中學的學校組織文化，以及個案學校組織文化所形塑的學校組織情緒規則。 

學校文化重視升學率，造成教師互相競爭 

在組織中，組織文化塑造成員的情緒，包括情緒感受、情緒表達與情緒管理 

（Schein, 1992; Trice & Beyer, 1993）。學校組織文化亦具有相同功能，可能透過羞愧、

罪惡感、害怕等情緒力量，促進組織成員互相監督，使不敢偏離規範；組織文化亦能

在個人與組織之間建立強大的情緒束縛，使組織秩序得以維持（吳宗祐、鄭伯壎，

2003）。宏宏老師這樣描述十多年來學校組織文化的變遷及其個人情緒感受： 

我們學校長久以來就相當重視升學率，也一直採行特殊專長分班……。在十多年前，

學校原本有四十幾班，後來因為升學率太差，學生多外流去讀私中［私立中學］， 

學校只能招到普通的學生，還有很多都是不願學習的學生；學校那時陸續減班，學校

風評在社區中很不好。我那時候都覺得在這所學校教書很丟臉，因為出去常會聽到 

人家議論學校的學生……（I060612，宏宏老師） 

後來，陽光校長到任採取積極措施，設置分班制，整頓學校，但卻讓教師產生 

情緒上的衝突。易易老師回憶當時的感受： 

後來陽光校長［前任校長］來到學校，開始用心的整頓學校，首先將學生依照成績徹

底的分班，有大 A 班、小 A 班、大 B 班、小 B 班、大 C 班、小 C 班，分班分得很細，

相對任教的老師似乎因為所任教的班級，感覺也像是被加以分類，……對學生的管理

採取嚴厲的手段，犯錯就處罰，……老師之間開始變得會互相比較成績與互相競爭，

因為害怕帶班帶不好就會被分去當壞班的導師，那是很丟臉的事……（I060619，易易

老師） 

從上述訪談顯示，個案學校組織文化所形塑重視升學率、以特殊專長分班的具體

措施，造成教師之間因為分配班別而有所競爭，尤其是被分到後段班的教師，經常 



170 陳幸仁、許惠茹 

產生負向情緒（如丟臉）。此外，這種教師之間的競爭心態亦影響教師對待學生的學

業要求和管教態度，對師生關係造成相當衝擊。 

強勢領導形塑監督文化，教師遵從行事因而抑制情緒表達 

從與老師的訪談透露，陽光校長因為重視學校辦學績效並期望整頓學校文化，均

嚴密監控學校行政與教師教學，並特別重視教師的教學效率和學生成績。校長採取 

積極且強勢的領導作為，建立監督文化，讓當時的教師大多出現負向的情緒感受： 

我那時候一打鐘就會趕快到教室，因為若不快一點，校長［陽光校長］就會在教室後

面等你，雖然校長沒說甚麼，但是你就是會覺得有點丟臉……（I060626，菱菱老師） 

校長［陽光校長］每次段考都會拿成績去看，我們班有兩次都是全年級最後一名， 

我就被叫去校長室詢問「為甚麼會如此」……，當然心中就很難過，……覺得壓力 

很大……（I060612，宏宏老師） 

校長常常會利用下課時間，到班上檢查學生的上課筆記，因此我們上課都很謹慎， 

不敢亂說笑話，怕班上秩序會亂，上課也不管學生是不是聽懂，就是要學生一直抄 

筆記，否則被校長抽查到……，雖然有時心中會對學生覺得抱歉，但是也沒辦法……

（I060626，菱菱老師） 

此外，學校行政人員當時便因為陽光校長的授權而呈現強勢的行政作為，學校 

組織完全以追求高升學率為目標，講求教師的教學效率與教學效能，學生成績成為 

行政人員評鑑教師教學效能的依據。舉凡教師的排課、班級的安排，教師均遵從學校

調配；學校會議中更是只有行政部門一言堂，教師只是安靜地聽命行事。研究者觀察

當時開會的狀況以及教師呈現的情緒： 

前任校長開會很簡短，講求效率，行政報告都是簡短扼要，……會議最後則由行政處

室一一報告各班級的學習成績或整潔秩序成績，每位老師手中也都有一份統計表。報

告當中，你可以看見，有些老師是愁眉苦臉的，因為他們可能是年級秩序最糟、或是

班級成績排名較後面的……（O060306，導師會報） 

由上述教師言談資料可見，學校不僅反映出組織文化，並視組織的表達是具規則

性的（Winograd, 2003）。學校在校長強勢領導所塑造的組織文化下，確實讓升學率 

得以提升，但無形中亦形塑學校組織文化的情緒規則為：行政主導教學，成績反映 

教師教學效能與效率，教師之間以競爭取代合作，行政人員與教師以監督取代信賴，

並壓抑自由表達情緒。教師的情緒勞務與情緒感受，便受制於學校組織的情緒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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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情緒勞務 

Moorman（1993）發現情緒感受與工作滿意度有關，而吳宗祐、徐瑋伶、鄭伯壎

（2002）探究威權領導與部屬情緒反應的關係，發現主管愈展現威權領導作風，部屬

會產生愈多憤怒感受。在本個案中，教師呈現的是馴服於學校組織的權威，壓抑自我

自由表達情緒，在教學與互動上表現的是情緒勞務。在本研究中，學校重視升學率，

教師因為與學生、家長及行政部門的協調與互動，而產生包括教學和與學生互動的 

情緒勞務。 

教師個人教學情緒勞務 

如 Hargreaves（1998）所言，教學需要大量情緒勞務，教師基於教學工作的需要，

在很多情況下都必須控制或掩飾自己的情緒。易易老師是前段班老師，他描述其教學

工作時，對教學問題的情緒回應是： 

我也知道有些學生可能因為我講太快，會聽不懂，但是沒辦法，學校前段班就是有 

進度的壓力，有成績的壓力，我也不能只為了照顧那些少數學生，而放慢進度……，

只能對那些少數學生說抱歉了……（I060619，易易老師） 

菱菱老師亦敘說她自身受制於回應行政人員與家長的需求所產生的教學情緒勞

務： 

學校為了和私立學校競爭，要求我們要讓學生聽大英［坊間英語教學雜誌］，上課用

全英文教學、外聘國外英語教師額外授課……，學生常抱怨聽不懂……，家長會介入

建議教師該如何教……，我自己也教得很累，每天要準備許多補充講義……這不是我

理想中的教學情境……（I060626，菱菱老師） 

教師與親、師、生互動的情緒勞務 

江文慈（2003）提出，一般來說，大眾都會要求教師懂得控制自己情緒，冷靜面

對家長批評，或耐心面對有行為問題的學生；但當教師遇到講不聽的學生時，常會產

生挫折感。在個案學校裏，教後段班的老師所呈現的情緒勞務多半是對於學生常規與

整潔的要求，教師常會和學生處於對立情況，處理學生遲到、行為不良、不尊重教師

的問題，有些老師常會因此而憤怒或沮喪，甚至是焦慮和沒有自信： 

我常會表現憤怒來控制我們班，但相對的，我和班上的學生就無法建立感情，每天就

像是在和班上學生打戰一樣，很累……（I060612，宏宏老師） 



172 陳幸仁、許惠茹 

我覺得我好像無能力擔任教職的工作，我常會很焦慮，擔心等一下學務處又要通知你，

你們班上誰誰誰又出了問題……，我也不知該向誰請教，因為看每個老師好像都很

忙……，有的老師建議我用打的……但是體罰好像不行，我也怕會破壞和學生之間的

感情……（I060605，容容老師） 

教師與教師之間亦常常會因班級成績而明爭暗鬥、相互較勁，造成教師之間的 

不和諧： 

每次月考後，教務處就會公布全校各班、各科平均……老師之間就會比較成績，甚至

有些導師會怪哪位專任教師不認真教，拖垮全班成績……，有些老師會去向行政［行

政部門］抱怨哪些老師沒有確實批改成績、放水……（I060619，易易老師） 

甚至老師與家長之間的互動亦會因學生成績不理想而產生不信賴的關係： 

我們會考英文聽力，有些家長因為小孩子考不好，就抱怨、質疑老師不會教，要求 

學校換老師……，學校還真的照做！你看老師臉擺哪裏？……我懷疑有些家長到底有

沒有在關心孩子？不簽聯絡簿，放任孩子成績亂七八糟……（I060626，菱菱老師） 

教師情緒的發聲與表達 

教師在重視升學率、校長威權領導的學校文化中，主體性與專業自主受到忽略，

情緒亦常受行政人員和家長的影響而呈現情緒勞務與負面情緒。教師的價值和信念 

呈現於其決定和行為，但在學校文化脈絡中，教師可能受到行政權力介入而產生不同

於本身道德目的之目標、方法和教學意義（Zembylas, 2005）。Boler（1999）結合文化、

道德倫理、政治、多元文化和女性主義分析，探究情緒於教育界如何受規訓、壓迫和

忽視。以下將分析教師受組織文化影響所呈現的情緒。 

負向情緒引導教師反思 

在校長威權領導的結構制度下，個案學校教師於學校組織的情緒表達是沉默的，

但沉默並不代表沒有聲音。教師所呈現的負向情緒亦不代表沒有功能，它可以讓教師

更加意識到問題所在而思考解決策略。菱菱老師這樣描述其負向情緒的功能： 

常常因為行政［行政部門］的作為，或家長的無理要求或不配合，會讓我有無力感或

生氣。但有時候我會思考，為甚麼大家對行政的安排都沒意見呢？難道我們都要時時

配合家長的要求嗎？星期六日也是我們休息的時候，或許學生也需要休息丫，只是行

政和家長強制的要求我們出來上課，我們就一定要配合嗎？有誰為學生和教師的角度

想想，我們也有家庭要照顧啊？（I060626，菱菱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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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觸動教師表達情緒感受 

個案學校教師情緒的發聲契機，就在陽光校長八年任期屆滿而藍天校長繼任，新

任校長不同的領導風格讓教師的情緒開始有了發聲與表達的機會。幾位老師描述當時

新校長到任第一次開校務會議，老師發言表達情緒的情景，易易老師首先起身發言： 

我想讓新任校長了解，我們學校長久以來，重視升學，將學生分為兩群，教師也似乎

因此被分類，好班的老師用心於提升學生成就，同時要面對行政［行政部門］、家長

的壓力和期望，而壞班的老師則是要努力維持學生秩序，協助家長解決學生問題，勞

心又勞力……沒有人願意帶壞班，老師彼此之間各做各的事，沒有甚麼交集［交

流］……，甚至教師之間不斷的競爭，讓學生不能做他自己……，成績不好要加強，

秩序不好要處罰，我覺得很難過，這就是老師教學的目標嗎？（I061120，易易老師） 

菱菱老師亦回憶她當時的發言： 

我那時聽了也有所感，我也站起來針對我們教師的專業發言，我抱怨我們只是行政 

［行政部門］利用的工具，而不是引導學生成長的良師，因為我們都受制於行政，對

學生學習成績監督，老師只是養鴨［意指填鴨式教育］的工人……，那時我就問在場

的老師，你們覺得這樣的生活對學生有意義嗎？對老師有意義嗎？難道學生的學習只

是每天紙筆的考試與成績，老師的教學也只是一直趕進度、考試嗎？……（I061127，

菱菱老師） 

宏宏老師是學校現任教師會會長，他描述他當天的發言： 

那天校務會議，許多老師都踴躍發言，表達這些年來的感受，以及受到行政［行政部

門］控制的無奈，那時我心理就決定，我們何不來組織一個學校教師會呢？這麼大 

規模的學校，應該要有一個屬於教師的團體能夠為教師發聲，爭取權益的團體，而 

不是讓學校行政如「東廠錦衣衞」一樣的監控……。所以我就站起來提議教師組織 

學校教師會……。之後，我們學校的教師會就在多位老師情緒的發聲下展開招募成員

的活動，新到任的藍天校長也釋出善意，主動要行政配合空出一間教室做為教師會的

聯誼聚會場所，校長也當場在校務會議中宣導教師應重視學生的適性發展，更鼓勵 

教師做多元化的教學……（I061113，宏宏老師） 

校長變革領導展現組織文化轉換契機 

個案學校因為校長更替，新任校長有不同領導風格，對學校發展與組織文化亦有

不同目標與願景，為學校組織文化的轉換帶來契機。容容老師描述對現任藍天校長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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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新來的校長感覺很和藹。當天校務會議，他也提及他在之前的學校，他就推展 

一人一社團，有學術性的也有活動性的社團；他也希望學校可以朝這個目標邁進，讓

每個學生都有多元發揮的空間。（I061106，容容老師） 

學校教師會就在幾位教師推動下，開始招募會員，教師亦開始有互動與交流，更

進而建立互相信賴與專業互享的教師學習社群，彼此協助，因而產生正向積極的情緒。

學校組織文化因校長不同的領導風格而變革，然而學校行政部門因長期掌握權力，還

不大適應與教師會共同協商事務。在教師積極發聲的過程中，教師的主體地位由被動

轉為主動，教師會與行政部門的互動次數逐漸增加，彼此競逐權力，學校成為權力的

競技場（陳幸仁，2007）。 

教師尋找情緒自由空間 

情緒規則如同情緒控制的契約模式，剝奪情緒的形塑，並由權力和政治取代其 

意義，而情緒控制則是權力運作的場所（Reddy, 2001）。個案學校教師在學校行政 

主導教學的過程中，其主體性與情緒遭受壓迫，價值觀、信念和道德目的在脈絡關係

中被迫更改或與家長和行政部門協調，教師因而產生負面情緒。 

教師向學校爭取專業自主權 

教師反思情緒之後，讓情緒領航勝於情緒管理。情緒可能因為產生逆火而導致不

可預知的結果（例如改變或修正方向），但要有選擇這目標是不變的（Reddy, 2001）。

幾位受訪教師談論到他們和行政部門協調的溝通，以及為爭取教學專業自主的積極 

行動： 

自從成立學校教師會後，我們開始透過學校教師會和行政［行政部門］協商，希望學

校可以讓教師與學生成立社團活動，並利用星期一隔週的班週會上社團活動課，教師

可以發揮專長，學生也能在無壓力的情況下，學習課業外的另一種知識與經驗，……

雖然學校行政方面還沒完全答應，但是已經同意我們教師自行先規劃要開的社團，並

着手調查教師的專長……（I061113，宏宏教師） 

我這學期就要求學校固定幫我排一節課，可以讓我帶學生到電腦教室使用電腦教學，

我也設計了一些資訊融入主題教學的課程，例如感恩節的由來、國家之光王建民的國

際報導……等，目的是要讓學生學習英文更有國際觀也更有趣，……我還預計寒、暑

假要帶學生做專題研究，這也是現在教育局推行的重點及常態性目標，只是以往我們

因為重視升學而忽略了……，這對學生以後很有幫助的……（I061127，菱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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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透過教師會要求學校能夠重視校慶，先前的校慶多是採用靜態展覽，學生與 

教師也只是例行性於操場升旗集會以示慶祝，半天就放學，升學班則繼續讀書……。

這次，我們就要求學校能舉辦校慶和校運會，讓學生的主體性有展現的機會……

（I061120，易易教師） 

學校教師會是教師情緒的庇護所，亦能促進教師專業互享 

學校教師會不僅為教師情緒發聲，爭取教師專業自主權，同時更成為教師情緒的

庇護所；教師於教師會辦公室的對談或教師會聚會中的互動與交流，更間接促進教師

之間的專業互享。以下為研究者觀察紀錄學校教師於教師會辦公室聚會的情境： 

學校教師會辦公室，一進入便可聽見柔和的音樂，桌上擺着幾盤水果和小點心，數位

教師圍繞在茶桌旁，談論着學生與家長，看見研究者，便熱心招呼一起喝茶，也有教

師彼此相互請教教學心得，更有教師虛心請教研究者如何創新教學……，下課鐘聲響

了，又看見幾位教師陸續進入教師會辦公室……，大家的臉上是洋溢喜悅的表情……

（O061229，教師會辦公室） 

容容教師提到學校成立教師會之後，她個人情緒的改變： 

學校成立教師會之後，教師們有一個共同聚會的場所，當初大家也是因為理念相契合，

對學校與學生有一份承諾與感情，才會加入教師會，而不是如有些教師或行政人員所

想的，是為了對抗他們才成立教師會的……，我也因為加入教師會，對一些教師有 

更加深入的認識，這些教師在我的教學、班級經營方面，幫助很大，我也相當感謝 

他們……，現在只要有甚麼問題，我只要來這裏［學校教師會辦公室］，就一定可以

找得到教師幫我……（I061106，容容教師） 

由上述分析可知，教師對情緒有所知覺而產生具體行動，籌組學校教師會，並開

始積極向學校爭取包括排課、任教內容、課程進度等的教師專業自主權。學校教師會

的成立更成為教師情緒的庇護所，並促進教師的專業互享（陳幸仁，2008）。個案 

學校教師的積極行動，為自己於學校組織中尋找到情緒自由的空間。 

教師情緒發聲與行動模式之圖像：綜合討論 

綜合本研究發現，可描繪出個案學校教師情緒發聲與行動的模式（見圖三）。 

圖三顯示，學校情緒政體的形構始於對學校升學率、家長期望與行政監督的重視， 

它們猶如社會化技術、媒介與管道，形成組織情緒的社會化途徑，並形塑出個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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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校長（陽光校長）的強勢威權領導與組織文化，而這兩者又催生出組織情緒規則，

包括競爭取代合作、監督取代信賴、行政主導教學和成績反映教師效能；組織情緒規

則的約制造成教師於教學與親師生互動的情緒勞務，而學校情緒政體多方壓抑教師表

達情緒形成教師的情緒勞務，這些較壓抑、負向的情緒勞務乃回應學校較具父權取向

的情緒規則（Boler, 1999; Winograd, 2003）。然而，學校領導繼任人藍天校長較民主

的領導風格，使得教師意識到集體發聲可以重塑組織文化，促進教師專業自主意識的

覺醒，並進一步集體行動，籌組學校教師會，集體為教師情緒發聲以對抗威權行政。

學校教師會為教師帶來情緒發聲的轉機，亦同時發揮建構教師情緒的正向功能，為了

捍衞教師專業自主權，集結教師會成員集體發聲，與行政部門協商；學校教師會辦公

室猶如教師情緒的庇護所，教師在此得以互相聯絡，分享與紓解情緒，並累積正向情

緒。教師會匯集教師的情緒與聲音，形成一股足以抗衡科層控制的反制力道（陳幸仁，

2008），重塑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情緒規則，亦因而重構學校組織情緒政體的樣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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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一所國民中學為個案，探究學校組織情緒與教師情緒政治的呈現，

根據研究目的與發現，有以下結論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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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學校情緒規則規範學校成員情緒，形成教師情緒勞務與情緒疏離 

個案學校教師之前因為教學目標和學校目標互相衝突，引發抗拒行為，但亦使 

教師陷於情緒困境中。教師屈服於學校目標並加以配合，雖然可結束衝突，但卻犧牲

教師原有的「道德」與「理想」，教師的情緒勞務亦隱現於學校組織文化的前台中，

習焉未察。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政權構成學校情緒規則的系統，規範學校教師的教學

實踐；假如教師抗拒、發聲，可能會受到處罰，因此個案學校教師選擇「隱藏情緒 

聲音」亦「隱藏熱誠」的情緒疏離，而傾向於傳統填鴨式的教學實踐，以符合學校 

行政部門與家長的期望。教師的情緒規則被偽裝成如同道德倫理的符碼、專業技巧和

專門化的教育學知識。 

教師的情緒反思具有正向功能，可轉化為行動替教師情緒發聲 

教師的情緒感受可能於多方互動中因情緒勞務與道德目的之差異而產生衝突， 

進而讓教師反思情緒，並轉化為行動。個案學校教師透過負向情緒引導反思，產生 

正向行動，並藉由學校教師會集結行動力量，主動發聲，挑戰學校的情緒規則；教師

亦為其道德目的與對學生的承諾而努力表現於課程設計與教學方面，並努力建構讓 

情緒得到自由的學校生活與教學空間。 

學校教師會建構教師專業自主與互享，並累積正向情緒知識 

在學校教師會中，教師因為有共同的專業承諾而集結一起，建構專業互享，取代

互相排斥與孤立，使彼此的情緒有所共鳴，從而產生情緒聯盟，累積正向情緒知識，

感受更自由且專業自主的情緒，讓教師的專業化學校生活具有意義。 

領導者重視教師組織情緒可增強教師對組織的歸屬感 

教師抗拒變革的情緒顯示教師為維護自尊及專業自主權所作的努力。如果其努力

獲組織或領導者重視，亦可增強其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工作滿意度，因此學校組織、 

學校領導和教師情緒的互動是值得深究的議題。 

本研究呈現個案學校教師情緒發聲與行動的情緒政治分析，發現若要類推為其他

學校教師皆有相似的情緒政治行為，則須累積更多個案資料。如同 Hargreaves（1998）

所言，情緒的引發是與情境脈絡相依存的。不同學校場域有不同組織情緒規則，便有

不同的情緒政治現象。雖然如此，但從研究發現，可以推定教師在學校組織中確實受



178 陳幸仁、許惠茹 

組織情緒規則影響，讓教育者與領導者能更深層思索與理解學校場域中，左右教師 

情緒政治行為的組織脈絡因素與社會互動關係。 

建 議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與研究結論，研究者分別對教師、學校教師會與學校領導者 

提出建議，期望對改善學校經營有所裨益。 

對教師的建議 

教師應與學校領導者、行政人員、家長、同僚建立良性互動，並創造理想化的 

教學與學習情境，讓彼此能移除監督和規範性的評斷。再者，教師應認清教學工作的

道德目的，正視教學為專業與良心的事業，培養教師自我的情緒調適能力，為受科層

體制壓迫而呈現的情緒勇於發聲並採取變革行動。 

對學校教師會的建議 

雖然本個案研究發現學校教師會能建構教師情緒，為教師集體發聲，並成為教師

情緒的庇護所，又能促進教師專業互享，但學校教師會亦應以不違反道德倫理和專業

目的為前提，以尊敬和專業的態度與學校行政部門協商，更審慎地為教師發聲、爭取

權益，避免落入另一個情緒政體的建構當中。 

對學校領導者的建議 

學校領導者要能隨時關心教師教學狀況並敏覺教師情緒，除了積極運用策略引發

教師教學的正向情緒與動機外，更應適時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協助，激勵教師的創意 

教學與回應，讓課堂教學與學校組織運作更有效能。 

註 釋 

1. 「前台」與「後台」乃 Goffman（1959）戲劇論的觀點。Goffman 認為，個人在組織中

有前台表演的效果，亦即個人扮演組織的角色。就教師而言，在公眾領域（如教室或 
辦公室）會展現特定的組織情緒規則，經常調整情緒來與同事或學生互動（如刻意壓制

不悅和憤怒情緒、不對孩子生氣等）。至於後台而言，通常是指個體在私人領域會有 
隱私行為，比如假若沒有學生在場，教師可能會有自言自語等私人行為。因此，在情緒

表達與行為上，前台與後台行為會有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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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of Teachers’ Emotional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Hsin-Jen CHEN & Hui-Ju HSU 

 
Abstract 

Teachers are members of the school organization. No matter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task 
demands or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they would have various emotional experiences. Emotions, 
therefore, become part of teachers’ school life. In spite of a great deal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eachers’ lives, few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eacher emo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organizational emotions and teachers’ emotional politic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and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to collect data for 
gain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 emotions in the case school.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a) emotional rules embedded in bot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emotional 
regime regulate teacher emotions, bringing about emotional labor and emotional alienation  
of teachers; (b) teachers’ emotional reflection has a positive function of provoking teachers’ 
agency and voices; (c) for the pursuit of professional autonomy, the teacher association in the 
case school overturns organization’s emotional regime, constructs collegiality, and accumulates 
positive emotional knowledge. Finally, if school leaders value teacher emotions, teachers may in 
turn enhance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Keywords: emotional politics; emo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motional rules in 
organizations 


